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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污染物环境风险管控制度的法典化建构

王法刚

渤海大学 法学院，辽宁 锦州 121013

摘 要：新污染物环境风险管控不仅是应对新型环境风险的必然举措，更是推进生态

环境治理体系建设的内在要求。然而，新污染物环境风险管控面临着偏重事后救济、

规范碎片化、责任机制局限等系统性困境，亟须确立可行的法律依据。通过对比修改

既有单行法、制定专门管控法以及纳入编纂中的《生态环境法典》三种路径，法典化

是当前兼具现实可行性、体系协调性等考量的最优选择。新污染物环境风险管控法典

化应确立风险预防原则、整体系统观理念以及生态环境修复责任机制。具体而言，在

污染防治编中确立“弱风险预防原则”，在科学不确定状况下及时采取管控措施；以整

体系统观理念协调各编章之间的关系，形成制度合力；确立生态环境修复责任机制，

弥补传统责任制度的不足。新污染物环境风险管控法典化不仅能构建统一的法律规范

体系，更能提升国家生态环境治理能力，为全球生态环境治理贡献中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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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新污染物治理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向纵深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生态环境

法典》编纂实现体系化整合的关键议题。当前，全球生态治理格局正经历深刻演变，

生态系统持续恶化，国际合作机制陷入停滞［1］，亟须各国提供有效应对方案。在此背

景下，我国通过编纂《生态环境法典》系统回应环境立法连贯性不足、融贯性欠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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碎片化问题［2］，这不仅是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也是积极参与并引领全

球生态治理的内在需要。

新污染物作为随着科学认知深化而逐渐浮现的环境风险，其“新”主要体现于相

对传统污染物出现或受关注时间较晚，一般认为包括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内分泌干扰

物、抗生素、微塑料等。虽然当前针对新污染物的概念讨论仍然停留在理论或政策层

面，但国际社会已经认识到新污染物对维持生态平衡和人类福祉的重要性［3］，并很早

开始针对新污染物实施规制。2001年《斯德哥尔摩公约》的通过，标志着国际社会对

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等新污染物实施规制的开端。我国在2009年开始将持久性有机污染

物纳入法定禁止清单，2022年《新污染物治理行动方案》及2023年《重点管控新污染

物清单》为新污染物治理进一步提供了依据。《生态环境法典》（草案）也提到了要建

立新污染物协同治理和环境风险管控体系。但国内外管控措施难以有效应对日益增长

的新污染物环境风险，《生态环境法典》（草案）也仅仅对新污染物环境风险管控提出

了原则性要求，并无具体的制度设计。近年来，新污染物的环境风险管控也成为学术

界高度关注的研究议题，相关研究成果不断涌现。特别是在《生态环境法典》的编纂

进程中，学术界围绕新污染物的环境风险管控展开了密集且深入的研究，产出了丰富

的研究成果。然而，现有研究多集中于法制路径构建与协同治理机制等议题，尚缺乏

在法典化整体框架下对新污染物环境风险管控进行系统性、整合性分析，尤其在规范

困境剖析与法典化理论逻辑论证方面仍有深化空间。鉴于此，在《生态环境法典》编

纂的背景下，本文旨在厘清新污染物环境风险管控面临的规范困境，探讨其融入法典

体系的路径选择与理论依据，进而提出体系化的法典建构理路。

1　问题的提出

新污染物大多源于化学产品的生产和使用。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化学产品生产

国和消费国，现有化学物质约4.6万种，每年还新增上千种化学物质，存在巨大的新污

染物排放风险。我国新污染物分布广泛，在水体、土壤、空气中均有分布，甚至在蔬

菜、鱼类等生物介质和血液、母乳等人体样本中也被大量检出［4］。广泛分布的新污染

物对生态环境和人类健康均造成了重大威胁。一是新污染物具有高生物毒性。新污染

物具有内分泌干扰效应以及器官、神经、生殖和发育毒性等多种生物毒性，对人类健

康造成了严重威胁。除此之外，部分新污染物还会导致野生动物产生急性毒性、慢性

损伤，引发敏感物种繁殖失败或死亡率上升，最终加速生态系统的退化［5］。二是新污

染物具有风险隐蔽性。新污染物来源广泛，既可能产生于化学物质的使用过程中，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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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来自无意产生的污染物或降解产物，风险源头极难检测和识别［6］。此外，新污染

物通常以极低的浓度存在于水体、土壤等自然介质中，低剂量排放短期危害或许并不

明显，但长期累积会对生态环境和人类健康造成严重危害。三是新污染物具有环境持

久性。与常规污染物不同，新污染物在自然环境中通常难以降解，对生态环境会产生

长期性、远距离、由跨介质迁移带来的弥散性风险［7］。研究证实，微塑料、新型持久

性有机污染物等新污染物在水体环境中的迁移扩散，已经对我国近海生态环境安全和

人体健康产生了巨大影响［8］。

面对严峻的新污染物环境风险，大量新污染物尚未被纳入法定管控范围，导致其

生产、使用及排放长期处于失控状态。我国《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2023年版）》

虽已将抗生素、壬基酚等14类新污染物纳入重点管控清单，但管控范围显然远远不够。

由于缺乏专门的法律规范，现有规制措施面对被列入管控名录的新污染物也往往力度

不足、手段单一，难以应对其复杂且隐蔽的环境风险。加之，多数新污染物缺乏明确

的环境质量基准与标准限值，其环境风险难以得到有效评估与监管［9］。此外，相关信

息公示机制缺失，致使公众、企业与监管部门在辨识和防范风险时缺乏依据。

上述问题不仅暴露了当前管控体系的短板，更深刻凸显出新污染物环境风险管控

领域存在的系统性制度缺失。一是新污染物环境风险管控立法理念失之偏颇。现阶段

我国在新污染物治理规范方面多呈现事后救济和末端治理的特征，难以满足风险预防

的需求。现行立法大多关注化学品的生产、运输及储存等容易出现安全事故的环节，

缺乏对有毒有害化学品风险预防的管理制度，这恰恰是新污染物的产生源头。如《生

物安全法》虽然明确了国家对抗生素药物残留的管控职责，但对预防抗生素药物残留

的措施并未明确。二是新污染物环境风险管控的碎片化。目前，新污染物环境风险管

控的依据主要是各类单行法，包括《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监控化学品管理条

例》《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新化学物质环境登记管理办法》等传统化学品管制法律

规范［10］。但各单行法立法目的和监管对象存在差异，在新污染物环境风险管控中容易

出现制度衔接和协调问题。加之，现有单行法大多只针对具体新污染物进行个别规制，

无法对新污染物整体进行有效管控。如《生物安全法》只涉及对抗生素的规制，《化妆

品监督管理条例》只涉及对部分微塑料的规制，缺乏整体性视野和全局性视野［11］。立

法的碎片化使得新污染物管控无法形成制度合力，管控主体以政府为主，难以凝聚社

会公众力量；管控环节集中于末端，难以实现全生命周期监管。三是新污染物环境风

险管控责任制度的局限性。现行新污染物污染防治责任制度来源于传统民事、行政、

刑事责任，通常只关注个体利益的保护、个体行为的纠正乃至对个体的惩罚，而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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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对整体性利益的维护，因此缺少直接对整体利益进行保护的规则设计［12］。加之新污

染物环境风险具有隐蔽、不确定以及危害严重等特性，传统责任形式在新污染物治理

过程中通常难以实现对环境和人类健康的全面保护。

总而言之，我国新污染物面临着严峻的环境风险管控形势，但现有法律规范理念

的偏颇、碎片化态势以及责任制度的局限使得现阶段新污染物环境风险管控效果不佳。

确立合理的新污染物环境风险管控制度不仅是填补立法空白的必要举措，也是实现生

态环境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2　新污染物环境风险管控的路径选择与逻辑

面对规范困境，要实现新污染物环境风险管控必须选择合适的立法路径，并且明

确相应的目标定位，方能够为规则设计提供宏观指引。

2.1　新污染物环境风险管控的路径选择

新污染物环境风险管控共有三种立法路径可选，评判其优劣须同时考量现实可行

性、体系协调性、立法经济性与历史沿革等因素：其一，修改《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

条例》《监控化学品管理条例》等现有立法，嵌入专门条款或制定实施细则；其二，制

定《新污染物环境风险管控法》或行政法规，以单行法形式确立新污染物环境风险管

控制度；其三，将新污染物环境风险管控制度纳入《生态环境法典》化学物质污染风

险管控篇章中。

首先，修改《生物安全法》《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等法律规范看似能够利用

既有法律框架快速响应新污染物问题，但很难实现制度体系的协调统一。如《生物安

全法》主要是为了防范和应对生物安全风险，《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的主要立法

目的是预防和减少危险化学品事故，其他立法亦有不同目的。如果将新污染物环境风

险管控制度分散嵌入，会出现立法目的与规则设计的脱节，难以形成制度合力，亦无

助于新污染物环境风险管控目标的实现。若为追求体系融贯而对多部法律进行大规模

修订，则立法范围过广、成本过高。

其次，在《生态环境法典》编纂全面推进的背景下，单独制定新污染物管控单行

法已不具备现实可行性。当前环境立法正经历从分散到整合的体系化转型，《大气污染

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等单行法均将纳入法典框架，此时若再行单独立法，不仅与

法典化趋势相悖，也可能造成新的规范重叠与体系冲突。

最后，将新污染物环境风险管控制度纳入《生态环境法典》是最优选择。环境立

法的演进逻辑正是从单一、分散走向系统、协同，法典化为实现新污染物的全生命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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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跨介质协同治理提供了高阶法律框架。此外，《生态环境法典》正在审议过程中，

这不仅为新污染物环境风险管控入典提供了极好的立法契机，也能凸显新污染物环境

风险管控的全新定位。新污染物环境风险管控入典还能够在统一的规则下有效化解执

法中的部门壁垒与标准冲突，降低后续法律实施成本。

综上，通过法典化实现新污染物环境风险管控的制度整合与体系提升，是最符合

立法规律与现实需要的路径选择。

2.2　新污染物环境风险管控法典化的理论逻辑

首先，风险预防是实现新污染物风险管控的基本原则。传统预防原则因应对新污

染物风险的局限性，是新污染物治理引入和适用风险预防原则的逻辑前提［13］。由于新

污染物出现或受关注时间较晚，对新污染物环境风险及危害后果的科学研究结论存在

不确定性。传统预防原则是以科学确定性为基础，侧重于可预知风险的防控，忽视了

新污染物环境风险的不确定特性，这使得传统损害预防原则难以防范新污染物给公众

健康和生态环境造成不利影响［14］。风险预防原则只要求存在不可逆严重危害的可能性

即可，不要求科学予以明确证实。因此，风险预防原则因适用的宽泛及前瞻性能够快

速应对新污染物所带来的潜在环境风险。

其次，整体系统观是实现新污染物环境风险管控的核心理念。整体系统观包括整

体性和系统性，强调从整体看待问题，还要动态关联地构建行动体系［15］。其一，新污

染物环境风险管控制度的系统化。新污染物环境风险管控涉及多种新污染物，还涉及

环境信息调查、环境风险评估、环境风险管控等多项制度，这要求新污染物环境风险

管控制度不仅作为一个整体发挥超越各部分的协同功能，更要求其内部子系统之间形

成结构有序的有机整体。其二，新污染物环境风险管控流程的全链条。新污染物的环

境风险贯穿于化学品生产、加工、消费、废弃全过程，这决定了对新污染物必须坚持

全生命周期管控。其三，新污染物环境风险管控主体的协同性。新污染物环境风险管

控涉及多个治理对象、主体，因而需要协同处置。新污染物分布广泛，涉及多种环境

介质，需要统筹推进大气、海洋、土壤等环境介质的协同治理；新污染物环境风险管

控不仅仅是政府的职责，还需要社会组织、企业乃至于普通公众贡献力量，实现新污

染物的多元共治。

最后，生态环境修复责任是实现新污染物环境风险管控的制度保障。生态环境修

复责任在传统法律责任的惩罚、救济、预防等功能基础上拓展“恢复”功能，是实现

新污染物环境风险管控的重要法律机制［16］。生态环境修复责任的核心优势在于其功能

上的根本转向，从侧重事后惩罚与金钱补偿，前移至以恢复受损的生态环境功能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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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直接目标。这能够更直接地回应新污染物所导致的生态完整性破坏，实现对传统责

任体系救济功能的结构性补强，是新污染物风险管控体系中不可或缺的制度保障。

综上所述，通过法典化实现新污染物环境风险管控体系化是目前最佳的立法路径。

在《生态环境法典》编纂的背景下，风险预防原则、整体系统观及生态环境修复责任

机制，共同构成了推动新污染物环境风险管控法典化的理论基石与内在动力。

3　新污染物环境风险管控的法典化实现理路

在生态环境法典编纂过程中，应从风险预防理念的确立、制度构建与贯通以及责

任救济完善等角度实现新污染物环境风险管控的法典化，为新污染物环境风险管控提

供依据。

3.1　在污染防治编通则中确立“风险预防原则”

风险预防原则在《生态环境法典》中适用基本得到了一致认同，但其适用模式与

路径仍然有待精细构建。从适用模式来看，风险预防原则可以进一步划分为“强风险

预防原则”与“弱风险预防原则”。前者不进行环境管控的成本分析，对潜在损害没有

严格的损害阈值、评估指标等法定标准。而后者需要以严重或不可逆的损害作为前提，

并且需要严格考量环境管控的成本。显然，一味采取不计成本的“强风险预防原则”

会直接影响我国化工等产业的有序发展，甚至影响我国经济社会的平稳运行。因此，

未来立法应当先遵循“弱风险预防原则”，并随着经济社会和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逐渐

向“强风险预防原则”转变［17］。

从适用路径来看，应在污染防治编通则中确立该原则。有学者认为，在《生态环

境法典》总则编中贯彻风险预防原则，可以为新污染物环境风险管控提供正当性、合

法性来源［4］。但基于风险预防原则的局限性，环境污染防治与自然资源管控之间的差

异性，《生态环境法典》总则编中不宜直接贯彻风险预防原则。与总则编不同，污染防

治编通则作为统领各污染防治分编的基本准则，确立风险预防原则可以作为风险源头

管控的重要内容，以补足完整污染防治链条。

3.2　保持污染防治编内外的体系贯通

法典作为法律体系化的最高形式，具有“外部体系”的内容全面性和“内部体系”

的逻辑一致性的特征［18］。在生态环境法典的编纂过程中，并非简单平移现有的环境法

律制度，而是以科学的立法技术使各项法律制度在法典中呈现体系性、整体性、协同

性。因而，新污染物环境风险管控制度的加入必然需要与其他编章之间保持体系贯通。

首先，在化学物质污染风险管控一章中增加新污染物污染防治内容，设立“新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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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物与化学物质污染风险管控”专章，填补新污染物环境风险管控在《生态环境法典》

中的制度空白。随着科技的发展，新污染物还会不断出现，在具体的概念界定时应通

过类型化设定为新污染物的出现预留开放性规制空间。在进行具体的制度设计时，应

保证新污染物与化学物质污染风险管控的一体考虑，建立新污染物和其他有毒有害化

学物质的排放与转移报告制度。

其次，确保新污染物与化学物质污染风险管控与其他章、编规范之间的衔接贯通。

由于新污染物广泛存在于土壤、大气、海洋等自然介质中，因此新污染物环境风险管

控需要法律制度间的协同，加强新污染物与常规污染物的协同治理。大气、土壤、海

洋等污染防治需要与新污染物环境风险管控制度进行衔接，确保污染防治的体系化与

整体性。此外，还应统筹新污染物风险管控分编与自然生态保护、绿色低碳发展等内

容的融合贯通。自然生态保护以及绿色低碳发展等章中也涉及新污染物的产生、管控

与迁移规定。如发展循环经济，促进绿色消费能够从源头上减少新污染物的产生；加

强自然生态保护则能够防止污染物进入土壤、水等自然环境中。

最后，为配套性规范的衔接及国际公约的履行预留空间。《生态环境法典》采取了

“适度法典化”的编纂模式，未来不排除需要出台新污染物环境风险管控的配套性规

范。配套性规范以《生态环境法典》作为依据，明确新污染物环境风险管控的管理、

运行机制。因而，加强二者之间的衔接尤为必要。此外，我国加入了《巴塞尔公约》

《斯德哥尔摩公约》等国际条约，并在国际公约指导下逐步推进国内新污染物环境风险

管控。截至2024年5月，已经有涉及122个行业的超过7万家企业完成了有关化学物质

生产、使用、存储和排放情况的调查，共登记2万余种符合规定的新化学物质，排查出

4000多种危险化学物质［19］。国际公约的履行必然离不开国内法的践行，新污染物环境

风险管控制度应为未来国家公约的签订及履行提供弹性空间。

3.3　在法律责任编中确立生态修复责任制度

法律责任编是保障《生态环境法典》中各项权益实现的核心制度支撑，但传统责

任机制难以实现对人类健康和生态环境的全面保护。生态修复责任制度作为环境法律

责任体系在生态环境领域的重要革新，意义重大。有学者指出，建立以“修复生态环

境”为核心的环境法律责任体系是实现有效环境治理、达成“人与自然和谐”的制度

创新［20］。

具体而言，根据损害担责这一核心原则，生态环境修复责任的首要主体应界定为

污染行为的实施者（即污染者）；若难以溯源、身份不明或无力履行修复义务，则应由

政府承担兜底性的生态环境修复责任。此外，新污染物的生态环境修复标准可以参照

61



王法刚：新污染物环境风险管控制度的法典化建构

土壤、水体等介质的污染修复标准，构建契合我国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与生态保

护需求的专项修复标准体系。

4 结 语

新污染物环境风险管控是我国污染物治理向纵深推进的必然要求，也是现阶段

《生态环境法典》编纂进程中必须要考量的关键议题。将新污染物环境风险管控制度纳

入《生态环境法典》，不仅能为其提供顶层设计和法治保障，更可整合现有的分散于各

单行法规中的管控规则，消除立法冲突，推动环境治理模式实现从事后应对向主动防

控、从单一介质管理向整体系统治理的深刻转型，最终达成新污染物环境风险管控的

体系化目标。

然而，新污染物本身具有高生物毒性、风险隐蔽性、环境持久性及跨介质迁移的

弥散性特征，且随着新型化学物质的持续涌现，其环境风险管控还面临着科学不确定

性、危害复杂性等多重挑战。因此，新污染物环境风险管控的法典化建构，必须兼顾

稳定性与灵活性：一方面要保持法典框架的开放性，嵌入动态风险评估与重点管控名

录更新机制，为未来新污染物的规制预留制度空间；另一方面需以“弱风险预防原则”

筑牢源头防控根基、以整体系统观实现污染防治编内外的体系贯通，同时强化科技支

撑与跨部门协同监管能力，并在法律责任编确立生态环境修复责任机制以弥补传统责

任制度的不足。循此路径，不仅能够使《生态环境法典》成为当前新污染物风险管控

的权威依据，更能够使其成为引领环境治理迈向精准化、系统化的前瞻性法治指南，

最终为守护生态环境安全与公共健康筑起坚实的法律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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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dification Construction of the Environmental Risk 

Control System for New Pollutants

WANG Fagang

College of Law, Bohai University, Jinzhou, Liaoning 121013, China

Abstract: The environmental risk control of new pollutants is not only an inevitable measure 

to deal with new types of environmental risks, but also an inherent requirement for promo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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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struction of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governance system. However, the 

environmental risk control of new pollutants is confronted with systemic predicaments such 

as an emphasis on post-event relief, fragmented regulations, and limited liability 

mechanisms, urgently requir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feasible legal basis. By comparing the 

three approaches of amending existing single laws, formulating specialized control laws, and 

incorporating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Code” under compilation, codification is 

currently the best choice that takes into account both practical feasibility and system 

coordination. The codification of environmental risk control for new pollutants should 

establish the principle of risk prevention, the concept of an overall systems perspective, and 

the responsibility mechanism for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restoration. Specifically, the 

“weak risk prevention principle” should be established in the pollutio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section, and control measures should be taken in a timely manner under scientifically 

uncertain conditions. Coordinate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various chapters with the concept 

of an overall system perspective to form an institutional synergy. Establish a responsibility 

mechanism for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restoration to make up for the deficiencies of 

the traditional responsibility system. The codification of environmental risk control for new 

pollutants can not only establish a unified legal norm system, but also enhance the country’s 

capacity for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contributing a Chinese solution to 

global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Keywords: New pollutants; Codification; Risk prevention; Overall System Persp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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